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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漢傳佛教在台灣的歷史與發展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班四年級 

谷有量 

 

摘要 

 

 台灣佛教的研究目前不虞匱乏，然而其中清代的台灣佛教卻乏人問津。無論

是明鄭時期、日治時代或民國佛教的研究都蓬勃發展，惟有統治時間最長的清朝

台灣佛教的研究相對匱乏。本論文欲透過《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及其他二手資

料來針對台灣清代佛教做研究，尤其是針對一、台灣的開發史，二、清朝佛教寺

廟及三、清代佛教的活動做探討。 

 《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是日本總督府在經歷曾景來的西來庵事件後委託丸

井圭治郎針對台灣宗教做的全面性調查，其中當然也包括佛教。雖然佛教的篇幅

不長，但是卻可窺探台灣佛教的概況。除此之外，本文也針對其他清朝的一手資

料包括《清聖祖實錄選輯》、《台灣縣志》、《台灣府志》、《續修台灣縣

志》、《諸羅縣志》和《安平縣雜記》等書來探討清代佛教。二手資料方面，則

綜合各研究而做彙整，其中包括釋慧嚴、江燦騰與闞正宗的諸多研究，也參考 

Charles Jones的 Buddhism in Taiwan: Religion and the State, 1660-1990。清朝統治

台灣長達 211年（1683-1895年），是所有統治者中最長的，但是其研究卻相對

匱乏，而本論文則企圖填補此研究缺口。 

 今日的台灣佛教發展欣欣向榮，而清朝時期的佛教雖然較今日稍嫌落後，但

也為佛教信仰奠定基礎。清朝大部分僧人來自於閩粵二省，並常與一般民俗信仰

混合，且寺廟的界線也不明顯。雖然清代佛寺逐漸變多，但僧人教育程度與素質

相對低落，僅以「禪和子」與「香花子」為主要類型。清朝的寺院以台南為中心

而逐漸傳播至全台，而許多寺院是接手明鄭時期的官邸改建而成，並以禪淨雙修

為主要修行方式。數量方面，僧侶應不超過五十名，且持齋守戒者也不多，整體

素質不高。佛教活動方面，主要是以觀音、彌陀與地藏信仰為主，再結合如盂蘭

盆等法會傳佛。即便清代台灣佛教的地位並不高，但仍然達到撫慰人心與祈福祐

民的作用，為居住在台灣的人民帶來希望與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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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位於東亞，地處太平洋西北側的島嶼，1542年葡萄牙人經過此島時稱

此地為「福爾摩沙島」（Ilha Formosa，代表美麗島）。1 台灣面積三萬六千平

方公里，與中國大陸僅隔一個台灣海峽，而其佛教也源自於中國。最早到台灣

的漢人時間已不可考，但根據官方記載在荷蘭人於 1624年殖民台灣前就已經有

漢人，其中也包括佛教僧侶。然而，這些僧人僅保持最基本的佛教修持，僅是

小廟的管理者。他們主要的功能是為島上的漢人提供喪葬與祭祀活動。佛教在

1624年荷蘭人明令禁止信仰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後受到波及，而違反者遭到鞭打

後被驅逐。因此，佛教直到鄭成功（1624-1662）於 1661年的到來才隨著首次

大規模的漢人移民進到台灣。2 

台灣佛教發展的時間不長，但如今已聞名於國際。即便如此，台灣清代佛

教的研究一直乏人問津，因此本文企圖就清代漢傳佛教在台灣的歷史與發展進

行研究與探討。目前台灣佛教的研究大部分聚焦於 1895年馬關條約後，甚至連

明鄭時期（1661-1683）的佛教也有多人的研究。相較之下，清朝時期的台灣佛

教研究便顯得相對匱乏。本文欲透過《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一書與其他文獻

來探討台灣於清代時期漢人的發展狀況及其宗教發展，特別是針對清代的台灣

佛教做研究。《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是日本殖民時期當局在 1915年發生西來

庵事件後意識到對台灣宗教的放任，極可能危害到當局的穩定，而開始進行對

全島的宗教調查。總督府所委託的社寺課（相當於宗教局）主事者丸井圭治郎

在 1919年提出了《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3 本研究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

台灣的開發史，二、佛教寺廟及三、佛教的活動。 

 

二、台灣的開發史 

 台灣與中國存在許多共通性，其中中華文化在兩岸佔據主導地位。4 這主

要是由於台灣最早期的漢人居民來自福建省的泉州、漳州，及廣東省的客家

人，再加上少許其他省份的漢人。佛教伴隨著這些漢人來到台灣，落地生根，

並成為民間重要的信仰。台灣佛教身為漢傳佛教的一個分支，承襲著源自於中

國的漢傳佛法，但也融合在地文化，形成獨樹一格的台灣佛教。台灣佛教史的

時代可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一、荷西時期（1624-1662），二、明鄭時期

（1662-1683），三、清代時期（1683-1895），四、日本殖民時期（1895-

1945）及五、光復時期（1945-迄今）。其中，佛教出現是在漢人來台後的明

鄭、滿清、日本及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期間，而因為統治者有中國人及日本

人，雖然都同樣信仰佛教，卻因文化上的差異導致二者間的佛教信仰型態略有

 
1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編著，《臺灣史》，頁 51。據說早在東吳時期，孫權曾派衛溫與甲

士萬民到夷洲，也被認為是台灣，但此論述並未被學者們證實。衛溫是怎麼發現台灣的？，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r8vnb2v.html，（2022/12/14）。 
2 Charles B. Jones, Buddhism in Taiwan: Religion and the State, 1660-1990, pp. 3-4. 
3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12-13。 
4 陳孔立，《台灣學導論》，頁 20。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r8vnb2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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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5 本論文因僅介紹清朝時期的漢傳佛教在台灣的歷史與發展，故將專注

於清代時期佛教的討論。 

在鄭成功（1624-1662）入主台灣以前的荷西時期（1624-1662），荷蘭人

佔領南台灣，西班牙人則掌控北台灣。6 荷蘭人在大員（今台南）建立城邑，

開發貿易治理南台灣共 38年；7 荷蘭人在台期間的貿易範圍廣大，促成離台灣

最近的福建、廣東二省大量的漢人來台，並且出現最早的寺廟：台南縣新化鎮

的大道公廟（保生大帝廟）。8 崇禎元年（1628），鄭芝龍協助在台南的荷蘭

當局，動員福建飢民數萬人到台灣的嘉南平原，投入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稻

田及甘蔗田生產。9 荷蘭統治時期，除了鄭芝龍招徠移民以外，荷蘭人也從大

陸沿海運載移民來台灣。估計從 1640年到 1661年，移民人數從五千人增加到

三萬五千人。10 在荷蘭時代的末期，在台的漢人已有三至五萬之多，雖然在人

口比例上，仍然比原住民的十五至二十萬少得多，但這些閩粵移民將自身的宗

教信仰傳入台灣是很自然的事。11 在荷西時期，因為商業貿易的需求，有大量

漢人從閩粵來台，最早在明嘉靖時期（1522-1566）就有大陸沿海省份的漁民或

商人來到台灣與原住民交易，在獲得他們的信任後雜處其間。遠渡台灣海峽來

台的漢人，帶著原鄉神祇以求平安，宗教信仰自然傳入。而宗教信仰如民間信

仰、齋教12 與佛教，也隨他們而來。13 台灣佛教的傳入，起自漢人來台之始，

主要是延續閩粵兩省的佛教傳統。14 佛教幾乎是專屬於漢人的信仰。15 

 
5 釋慧嚴，〈一八九五年前台灣佛教的信仰型態〉，頁 5。 
6 這可能意味著他們是宗教與商業並重的意思。李添春，〈明末清初的臺灣佛教〉，頁 59。 
7 李添春，〈明末清初的臺灣佛教〉，頁 62。 
8 闞正宗，〈台灣佛教新史之一――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1624-1662）〉，頁 123-

124。保生大帝也叫吳真人，為閩南民間主要信仰之一，傳入台灣後很流行。吳真人（979-

1035），名本（夲），生在北宋的福建漳州人，在鄉里間行醫，救人無數，死後被奉為神明。

景祐二年（1035），宋仁宗敕廟額「慈濟」；南宋慶元年間（1195-1200），敕「忠顯」；宋寧

宗開禧二年（1206），敕封「英惠侯」，從此保生大帝信仰遍及漳州、泉州，並隨著閩南移民

來台而落地生根。闞正宗，〈台灣佛教新史之一――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1624-

1662）〉，頁 125。保生大帝廟，後人稱為開山富，代表台灣最初的廟。李添春，〈明末清初

的臺灣佛教〉，頁 59。 
9 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23。 
10 陳孔立主編，《台灣歷史綱要》，頁 40。 
11 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23。 
12 齋教（讀 Tsai-kau）源自中國大陸，清朝以後齋教是台灣的主流宗教，約在日本殖民統治後

期逐漸衰弱。齋教可分為三派：龍華派（Liong-hoa-pai）、先天派（Sen-then-pai）、金幢派

（kin-tong-pai）。齋教顧名思義，主要是以吃菜不吃肉為教義，也因此又稱為齋宗，一般將信

徒稱為食菜人，信徒彼此間互稱為齋友，教外人士稱他們為齋公、齋婆。他們的寺廟俗稱「菜

堂」或「齋堂」。闞正宗，〈台灣佛教新史之一――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1624-

1662）〉，頁 126。 
13 闞正宗，〈台灣佛教新史之一――荷西時期的民間信仰與佛教（1624-1662）〉，頁 123。 
14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2。 
15 江燦騰，《臺灣佛教史》，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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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先大量出現漢人是在明末時的明鄭時期（1662-1683），前後統治 23

年。16 鄭成功於 1661年出兵，在 1662年荷蘭人同意投降。鄭氏治台期間17 ，

台灣的漢族人口迅速增加，主要是因為大批軍事和民間移民的到來。1661年鄭

成功進軍台灣時，隊伍的士兵加上其他人員以及婦女，共計三萬餘人。1664鄭

氏在大陸沿海諸島盡失，鄭經率部分將士及眷口退到台灣，這次移居台灣的人

口約有六、七千人。1680，鄭經從福建沿海敗退，帶回殘兵千餘人。大量移民

的湧入，使台灣的漢族人口迅速增加，到鄭氏末期，台灣的漢族人口已達十二

萬人。18 台灣最早的佛教是隨著閩粵的移民而來，特別多是來自福建省的閩

南。19 明永曆年間（執政 1647-1661）來台的僧侶由於交通近利，基本上是以

福州湧泉寺為主。永曆年間，正值戰亂時代，對佛教而言卻是開創的時代。當

時來台的僧侶，大多是避戰亂而來，鮮有為弘揚佛教而來。20 

鄭成功區劃行政區，將台灣稱為東都，並改赤崁為東都明京，設承天府和

天興、萬年二縣。21 鄭成功攻下台灣後，大批漢人跟隨他來拓殖墾荒，而佛教

的信仰也逐漸組織化。台南地區是鄭成功的政經中心，因此台南同時也是台灣

本島佛教的發源地。明鄭以後的台灣佛教跟閩粵兩省的佛教傳統大致相同，特

別是受到福建的影響最深。在清入主台灣前已知的僧人表列如下： 

 

表格 1 清朝入主台灣前已知的僧人 

年代 僧侶法號 住持（開山）寺廟 來台原因 

永曆三十七年（1682） 覺豐 嘉義番路紫雲寺 雲遊來台 

永曆三十七年（1683） 宗福 天妃宮（今大天后宮） - 

康熙二十三年（1684） 良準標 天妃宮（今大天后宮） 泉州應聘 

康熙二十四年（1685） 純真 麥寮拱範宮 莆田奉媽祖

金身來台 

（資料來源：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49） 

 

 
16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編著，《臺灣史》，頁 91。 
17 鄭成功將台灣改為東都，改赤崁城為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改大員嶼為安平鎮，就駐

安平鎮城發號施令。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70。 
18 陳孔立主編，《台灣歷史綱要》，頁 76-78。 
19 釋慧嚴，〈一八九五年前台灣佛教的信仰型態〉，頁 5。 
20 梁湘潤、黃宏介，《台灣佛教史・初稿》，頁 26。 
21 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編著，《臺灣史》，頁 69。其他規劃包括改赤崁地區為承天府。天

興縣轄區包括今天的嘉義、雲林、彰化、南投、苗栗、新竹和桃園等及台中、台北、基隆、新

北、台南等市，縣治設在嘉里興（金台南市佳里區）。萬年縣轄區包括金枝屏東縣及台南、高

雄二市，縣治設在二贊行（今台南市仁德區二行里）。澎湖也改設為安撫司，並屯兵以捍衛台

灣本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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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得知，在施琅（1621-1696）平定台灣前，已有僧侶來台，但顯然

雲遊來台者多於應官方聘者。在戰火頻仍的東南沿海，加上康熙元年（1662）

頒布遷界令，沿海居民想出海，沒有軍隊護衛或其他管道，恐怕難以成行。22 

清朝統治台灣長達 211年，從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光緒二十一年

（1895）。從康熙元年（1662）到康熙二十年（1681）清廷對鄭氏王朝在多次

談判與進攻後，終於在康熙二十年等到鄭經病故，最後延平郡王由鄭克塽繼位
23 ，這給康熙一次良機。他當機立斷，決定出兵統一台灣。康熙在經過審慎的

調查研究後，決定起用施琅24 為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並令他造艦練兵，做

實戰準備。施琅率領水師二萬人在大風大浪的季節首先向澎湖進攻、戰船二百

三十餘艘，出奇不意，讓劉國軒措手不及。施琅率領的清軍取得勝利，鄭克塽

同意投降。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一日，施琅率領清軍前往台灣受降。康

熙後來討論如何管理台灣時，對於棄留進行了一番思索，最後採取施琅的建

議，並認為：「台灣棄取，所關慎大。鎮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當之策。若

徒其人民，又恐失所；棄而不守，尤為不可。」25 康熙帝的表態，將台灣保留

在大清帝國中，也命在台灣設一府三縣26 ，而台灣府隸屬福建省。27 之後，光

緒十一年（1885）九月，清朝「改福建巡撫為台灣巡撫」，正式建立台灣行

省。28 據估計，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台灣的漢人人口約為七萬人，這是

由於鄭氏兵大量離台，台灣人口減少大約一半。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到嘉

慶十六年（1811），台灣人口增加 180萬，使總人口超過 190萬，這是由於來

自中國的大量移民的緣故。29 台灣在康熙前，開發基本上只限於台南，經濟成

長也十分有限。全面的開發和傳統經濟的成長發展，是清廷得台後的事。在二

百多年內，台灣從一個大部分尚未開發的島嶼，成長為一個傳統經濟相當繁榮

的區域。30 

 明清時期的台灣佛教，本土的出家僧眾傳自東南中國的閩、粵二省。早期

的台灣佛教雖然源自閩粵，但常和民俗信仰混合，而寺廟的區隔不明顯。反而

 
22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50。 
23 原本延平郡王由鄭克臧（臧土，1662-1681）繼任，但在繼任後二天便被馮錫範（17世紀初-

1683）所殺，並由他的女婿十二歲的鄭克塽（1670-1707）繼位。此後，內政落在馮錫範，外務

則落在劉國軒（1629-1693）手中。閻崇年，《康熙大帝》，頁 128。 
24 施琅原本是鄭芝龍的部下左衝鋒，長期轉戰於東南沿海，熟悉海上作戰，累積豐富的經驗。

他飽讀經書，熟悉兵法，精通陣法，尤善水師，後來被鄭成功招徠。施琅跟隨鄭成功抗清，但

後來二人失和，鄭成功抓捕他及他的家人，後來他逃脫，但他的父親、弟弟和子侄都被鄭成功

殺害。施琅在順治八年（1651）背鄭降清。閻崇年，《康熙大帝》，頁 130。 
25 《清聖祖實錄選輯》台灣文獻叢刊第一百六十五種，台北市：台灣銀行，1963年，頁 131。 
26 台灣的一府三縣分別為台灣府，台灣縣（今台南）、鳳山縣（今高雄）及諸羅縣（今嘉

義）。閻崇年，《康熙大帝》，頁 136。 
27 以明鄭時期的舊天興州為諸羅縣，萬年州為台灣、鳳山二縣。府治設於東安坊（今台南

市），以台灣縣為附郭。澎湖地區，當時也歸台灣縣管轄。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編著，

《臺灣史》，頁 95。 
28 閻崇年，《康熙大帝》，頁 124-137。 
29 陳孔立主編，《台灣歷史綱要》，頁 122。 
30 陳孔立主編，《台灣歷史綱要》，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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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神廟與宮當中，都有僧侶長期任職的紀錄。在明清時台灣民眾的佛教信

仰型態與其內涵是一種混合宗教思潮的延續，而這神佛不分的佛教信仰，也成

為台灣早期佛教的主要特徵。31 雖然清代的佛寺隨著人口的增加而變多，但是

這些佛寺很難稱為「正統」，是逐漸「民間佛教」化的多神崇拜、雜神信仰，

就算是到福州鼓山湧泉寺、怡山長慶寺等受戒的善僧智識者，所謂勤修法事，

也多以能夠讀誦《梁皇寶懺》、《心經》、《金剛經》、《楞嚴經》為滿足，

嚴重脫離現實社會。32 

 

三、台灣清朝時的寺院與修行方式 

 佛教經由中國東南沿海漢人移民而轉入台灣，使台灣各地分佈不同風貌、

內涵的佛教寺院。33 1662年隨著鄭成功光復台灣，佛教伴隨著大量漢人移民而

傳入。佛教傳入台灣的確切年代雖不可考，但在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後，福建省

及廣州省二地人民大量移居台灣，閩粵一代的佛教也隨之傳入。34 清代的台灣

佛教是建立在以台南地區為中心，並隨著移民墾殖向北推進而擴大至全台。無

論是華人或日本學者都沒有給清朝時的台灣佛教很高的評價。當時的人們並非

為了佛教本身而建寺院，而是為了祈福、宗族團聚、商會及社區聯誼而建寺。
35 傳統佛教仍是以禪淨雙修為主，禪宗為主流，臨濟宗與曹洞宗最普遍。36 事

實上，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時，台灣西部南北的大小佛寺已達百座以上，雖然

一般規模都不大，寺產有限且住持或駐寺僧知識都不高，因此對社會影響力有

限。然而，從佛寺建築的普及化，可以看出整體佛教信仰據點是持續擴展，而

有新的發展機會提高其水準和擴大其社會影響力。根據連雅堂在《臺灣通史》

的記載：「東寧37 初建，制度漸完，延平郡王經，以承天府之內，尚無叢林，

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38 僧侶的法統，幾乎是以福建福州的鼓山湧

泉寺為主，而它屬於曹洞、臨濟並傳。39 明代末葉，自鼓山湧泉寺的臨濟宗

派，影響台灣三百年來的佛教，尤其是僧侶層次，在法統上有著深遠的影響，

而在台灣僧侶人數則不算多。40 根據《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台灣的佛教是

 
31 梁湘潤、黃宏介，《台灣佛教史・初稿》，頁 135。 
32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4。 
33 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寶地區的發展（1661-1895）〉，頁 96。 
34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頁 266。 
35 Charles B. Jones, Buddhism in Taiwan: Religion and the State, 1660-1990, p. 9. 
36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3。 
37 鄭經將東都改名為東寧，為台灣的舊名。根據連雅堂，《臺灣通史》第二卷建國紀，頁 42，

「（永曆十八年，1661）八月，改東都為東寧，天興、萬年為二州，劃府治為四坊。」 
38 連雅堂，《臺灣通史》第二十二卷宗教志，頁 653。 
39 福州湧泉寺原本是曹洞宗的寺院，但在清末時成了臨濟宗的道場，然直到今日，與福建、廣

東佛教有淵源的教界長老如香港竹林禪寺的浴昭師，還是視鼓山為曹洞宗。釋慧嚴，〈明末清

初閩台佛教的互動〉，頁 226。然而根據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44，卻提出

鼓山湧泉寺為本為曹洞宗，直到達本悟源時才成為臨濟、曹洞並傳。考量後者的觀點較新並綜

合其他作者的論述，筆者採信後者的說法。 
40 梁湘潤、黃宏介，《台灣佛教史・初稿》，頁 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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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禪淨混合的信仰狀態。僧侶時時修坐禪，也常口中唱唸佛，在與他人會面

時會以拱手互道阿彌陀佛為通例。其經典朝時課誦是愣嚴神咒、大悲心陀羅

尼、般若心經等，暮時課誦是誦阿彌陀佛、西方發願文等，而且隨時誦金剛

經、愣嚴經、梁皇懺水懺等幾部陀羅尼。台灣佛寺的宗派屬於禪宗，在台灣寺

院較大者中，建造禪堂並祀奉釋迦與觀音，但在其後堂或側房安置阿彌陀佛。
41 關於信仰，是以觀音為主，但這信仰已融合民間道教的信仰。42 據連雅堂的

《臺灣通史》記載：「鄭氏徵收雜稅表中，記有—僧道度牒—僧每二兩，道士

每者五兩，年徵二百兩」。依此估算，當時僧道人數總數不超過一百名，而僧

侶應不超過五十名。43 

 清代佛教制度大部分沿襲明制，其中以康雍乾（1662-1796）年代帝王與佛

教最有淵源，但在嘉慶（1760-1820）之後朝政漸衰，佛教也逐漸式微。44 康熙

二十二年（1683）八月，施琅登陸鹿耳門，下令大軍登陸主要目的是安定台

灣，並設置一府三縣。45 康熙二十三年（1684），命將明鄭時期的度牒換成清

朝新發的度牒，可見清初管理台灣僧承認鄭氏三代所發的度牒，並給予免徵度

牒銀的換證。46 清代官方對台灣佛教的宗教法律為：正常婦女出家為尼須在四

十歲以上，男性十六歲以下、非獨生子，且家中十六歲以上男丁不少於三人，

才能出家為僧。清代台灣的僧侶得照官方規定完成下列手續，才算合法出家： 

一、僧侶出家後，須先拜師，及佛教戒律所謂的「受業師」；而「受業師」年

齡超過四十歲，准招徒一人。若有徒弟為犯罪，而以病故者，准再招徒弟

一人。 

二、落髮並著僧服，在寺院或戒壇受戒。 

三、頒有官府發給的度牒（執照）。但乾隆三十九年（1774）修正律典條文，

停止發給官方度牒，改在官方指定的寺院受戒領牒即可。47 

 清康熙帝在攻下台灣之初，不太想要這個島，更不用說費心來經營。反而

是原先移墾台灣的對岸閩粵漢族，在經歷被撤離、再移入的種種波折。最後，

依然因對岸耕地不足、人口壓力過大的現實，衝垮了渡台的阻礙，大批湧入台

灣島，並逐漸佔滿全台。因此，這是一個低文化、近本能的普羅大眾艱難謀生

的新墾地，到處充滿著危機和絕望的無奈，各地可見無名屍塚。48 根據《安平

縣雜記》記述：「臺之僧侶，多來自內地，持齋守戒律者甚少。」49 除個別例

 
41 丸井圭治郎，《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頁 20。 
42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頁 292。 
43 連雅堂，《臺灣通史》第十七卷關征志，頁 559。 
44 闞正中編篡，顏尚文總編篡，《台灣佛教通史第一卷：明清時代漢傳佛教的移入》，頁 61。 
45 關於一府三縣，請參考註 26。 
46 闞正宗，〈清代治臺初期的佛教──以《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為中心〉，頁

254。 
47 江燦騰，《臺灣佛教史》，頁 28。 
48 江燦騰，《臺灣佛教史》，頁 24-25。 
49 《安平縣雜記》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二種，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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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整體來說僧伽的素質是不高的。既然沒有任何重要的官方決策前提，就不

可能有來自官方的大力支持，連帶的，台灣寺方本身單薄的能力很難撐起發展

與推動佛教。「其人有在出家者，半係遊手好閑、窮極無聊之輩，為三餐計，

非真有心出家也。出家之人不娶妻、不菇葷，臺僧多娶妻、菇葷者；此行如

此，可知其概。」50 清領時期的台灣最早的志書，是康熙三十三年（1696）由

第三任台廈道高拱乾（生卒年不詳）所纂的《臺灣府志》中記載了海會寺、竹

溪寺、準提庵、彌陀室、廣慈庵、準提閣、黃檗庵和龍湖巖。後來在乾隆五十

一年（1712）第五任台灣知府周元文所撰修的《重修臺灣府志》內所記載的寺

院與《高纂府志》相同。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經第七任的海防同知兼任

台灣府知縣王禮主修的《台灣縣志》，也記載有諸多寺院，如黃檗寺、法華

寺、廣慈庵、彌陀寺、海會寺（也稱開元寺）及竹溪寺。竹溪寺是台灣最早的

寺院51 ，相傳建於順治十八年（1661）至順治二十一年（1664）間，為鄭成功

叔叔鄭芝莞長子承天府尹鄭省英所建。52 台灣最早興建的寺院依序為竹溪寺、

彌陀寺及龍湖巖。53 竹溪寺原本名為「小西天寺」，後也由於是出於所臨溪流

之名而改為「竹溪寺」。寺院分別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嘉慶二十三年

（1818）和光緒十二年（1886）經過三次整修。 

 清代寺廟分官寺、民廟與會館三類，經過官方審定後予以建設。清代台灣

府城官設寺廟有佛教與非佛教之別，而清代官設廟宇，住僧聘任後提供油香等

生活祭祀所需。54 綜觀清初台灣的佛教界，絕大部分都是從大陸來台住持現成

的寺廟宮觀，而非自行創建。在台灣佛寺少，宮觀多的情況下，僧人住在媽祖

宮、關帝廟恐屬不得已。當然也可能與清代僧侶良素質良莠不齊、佛道不分有

關。55 清代治台初期最有名的寺廟皆與明鄭有淵源，分別是法華寺（明末遺臣

李茂春宅）、大天后宮（原寧靖王朱術桂宅邸）及海會寺（原鄭經北園別

館）。這三座原為官宅改為的寺院，與鄭氏政權息息相關，清廷爲消彌台灣人

懷念前朝的治理，特別將這三處改為道場。法華寺的前身是晚明遺臣李茂春

（？-1675）住居「夢蝶園」。此夢蝶園是由鄭成功參軍陳永華所命名。李氏於

康熙十四年（1675）逝去，夢蝶園有一段時間成為無主人的狀態，直到康熙二

十二年（1683）在知府蔣毓英（生卒年不詳）任內由住在夢蝶園的僧侶們將原

本的茅草屋改用陶瓦重建並供奉準提菩薩，便改名為準提庵。56 康熙四十七年

 
50 《安平縣雜記》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二種，頁 20。 
51 釋自憲，〈府城竹溪寺創建年代之考察〉，頁 192說竹溪寺建於明鄭時期，建於永曆 18年

（1664）改制後之鄭經主台初期的可能性很高，但是否為全台的手作佛剎，則有待日後再進一

步研究。 
52 釋自憲，〈府城竹溪寺創建年代之考察〉，頁 176說竹溪寺的興建年份有多種說法，可能是

台灣最早的《府志》與《縣志》已失傳，導致後來的編篡者各依所聞而推定之故。 
53 盧嘉興，〈台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頁 241-242。 
54 闞正宗，〈台灣佛教新史之六――清代寺廟經濟來源與僧侶道糧〉，頁 142。 
55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52-53。 
56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頁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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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由鳳山縣令宋永清擴建並改名為法華寺，並禮請僧侶徹空（生卒年不

詳）為住持，57 並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知府蔣允焄58 再次擴建。59 康熙

六十年（1721）的地震，法華寺的伽藍倒塌，駐寺僧人省吃儉用才重建法華

寺。蔣允焄（生卒年不詳）於乾隆三十年（1765）在此南湖，創設南湖書院，

但書院到嘉慶年間（1796-1820）便廢除。到同治年間（1861-1874）原本的南

湖書院已經變成放生池，到了光緒年間（1875-1908）法華寺因年久失修，所以

台灣道夏獻綸（?-1879）加以整修，到了民國六年（1917）月眉山開山善慧

（1881-1945）受聘南來駐錫，擔起募緣重修法華寺的重任。60 

大天后宮為康熙二十三年（1684）施琅改建寧靖王朱術桂宅邸為台灣府天

后宮，而天后宮興建緣起，與媽祖顯靈有關。施琅與鄭成功二軍首戰於澎湖，

澎湖天后宮媽祖顯靈，使官兵有泉水可飲，舟師至鹿耳門，潮水驟漲至五尺，

順風聯帆，得以直入海港。施琅抵台後，設立天后宮，其後殿為觀音殿，聘僧

人住持，最大功德主為施琅。今大天后宮仍有奉祀朱術桂的牌位一座，上書

「本庵舍宅檀越明寧靖王全節貞忠朱諱術桂神位，住持僧宗福耆士陽升莊咨等

全同。」61 後來授予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生卒年不詳），望其募修天后宮。
62 原本明永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寧靖王在殉國前，知道自己

的家產勢必無法保持，因此將自己的宅第捐捨為佛寺，並聘請宗福禪師為第一

任住持。次年，施琅再捐出一筆費用，將宅第改建為天后宮，免去原本的住

持，自泉州聘請臨濟宗第三十四世僧侶戒法禪師，接任天后宮第一代和尚。63 

海會寺又稱開元寺，原為鄭經北園別館舊址，康熙二十九年（1690）由台

廈道王效宗（生卒年不詳）與總鎮王化行（1643-1710）改建為寺。64 開元寺與

竹溪寺、彌陀寺、法華寺齊名，為台南四大古剎。65 鄭經晚年在失去大陸沿海

領土後，回台灣後被母親董夫人痛斥66 ，而在老將們相繼淪亡後，便在洲仔尾

 
57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頁 292-293。 
58 蔣允焄，號光，黔省貴陽人，乾隆二年（1737）進士，乾隆二十八年（1763）任台灣知府，

乾隆三十四年（1769）任台灣巡道，致力於整修個寺宇、營建宮廳。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

期〉，頁 295。 
59 闞正宗，〈台灣佛教新史之七――清代改明鄭園邸為官寺及其倡建人物〉，頁 156-159。 
60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頁 293-296。 
61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51。 
62 闞正宗，〈台灣佛教新史之七――清代改明鄭園邸為官寺及其倡建人物〉，頁 160-161。 
63 梁湘潤、黃宏介，《台灣佛教史・初稿》，頁 74-75。台灣康雍乾時期有許多最富盛名，至

今香火鼎盛的天妃宮（祭祀湄州聖母，也就是俗稱的媽祖），皆是由福建聘延法師來台擔任住

持。例如，麥寮拱範宮，自康熙二十四年奉湄州聖母，北港朝天宮及大甲鎮瀾宮，皆供奉媽

祖，並大抵都聘請佛教的法師來台擔任住持。梁湘潤、黃宏介，《台灣佛教史・初稿》，頁

100。 
64 江燦騰稱其為「變相的鎮魂殿，或對覆滅舊王朝祭祀的翻轉忠烈祠，只是在外貌上，還輕輕

地披上一層佛教外衣罷了。」江燦騰，《臺灣佛教史》，頁 37。海會寺從康熙二十九年

（1690）八月七日肇建，至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八日竣工。闞正宗，〈清代治臺初期的佛

教──以《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為中心〉，頁 270。 
65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頁 280。 
66 董夫人痛斥鄭經：「七府連敗，兩島亦喪，都由你無權略果斷，不能任人，以致左右竊權，

各樹其黨。」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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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地構築園亭，並將寵愛的人遷居其中，縱情花酒。67 鄭經於康熙二十年

（1681）正月二十八日死於痔瘡，享年四十歲，數月後的七月二十日鄭克塽便

降清，台灣便隸屬於清朝的版圖。68 州仔尾園亭，也稱承天府行臺，在高拱乾

的《臺灣府志》中記為鄭氏別館，後來又被稱為北園別館。69 北園別館自從鄭

經過世後乏人看管，就日趨荒蕪，不久台灣隸清，鄭氏遺留的建物都充公。70 

在建造北園別館時，由於缺乏水源，所以先行鑿井以供興建工程之用，並供日

後行宮所需，不久台灣隸清，行臺改為海會寺，那口井就成為僧伽清修的飲用

水源。71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七日啟建，翌年四月八日落成，取名「海

會寺」。據傳江西有一位僧侶志中禪師，雲遊至台灣，與當時的台灣總兵王化

行以及台灣兵備道王效宗相識，共議北園別館改建為佛門寺庵。以志中禪師出

面募化，而王化行與王效宗向全台文、武官吏勸募，歷時一年，將北園別館改

建為海會寺。72 唐朝開元期間（713-741）各地多間規模較大的寺宇，而概號開

元寺，所以海會寺也稱為開元寺。73 開元寺有台灣第一早鑄的鐘的鐘銘，此鐘

鑄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一千六百斤，為志中閉關募款而來。志中閉關

三年，出關時做一偈曰：「獨坐釘關給善緣，募鐘立願利人天；一聲擊出無邊

界，同種功德億萬年。」首任住持志中和尚師徒，為來自江西之曹洞宗，祖承

晚明湛然圓澄（1561-1627）一系。只是傳承四、五代後即為鼓山臨濟法系所取

代。74 乾隆十四年（1749）台灣道書成（生卒年不詳）經修葺寺宇門庭，殿廡

尚未修完而書巡道就去任，再由台灣縣知縣魯鼎梅（生卒年不詳）勸募修建。
75 乾隆四十年（1775），知府蔣元樞（1738-1781）主政時期，海會寺已落成八

十餘年，期間有僧盜賣寺產，蔣元樞只好再增購田畝，並勒石為記。是年，蔣

元樞任台灣知府後，展開大規模建設工作，除了為海會寺增購田產做香燈資

外，也擴建法華寺。到嘉慶元年，以福建水師提督監管台灣鎮總兵哈當阿為首

向各界募款，耗金約 6,300兩，費時五個月，而易名為「海靖寺」。76 海靖寺

有「仰蒙神力海宇寧靖」之意，但不久後又改稱為開元寺。77 同治三年

（1864）榮芳禪師任住持，重修寺宇，宗門大振，其牌位載其為光緒八年

（1882）圓寂的臨濟正宗 48代，為中興開元寺的一代大師。78 榮芳禪師出生

 
67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70-272。 
68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73-274。 
69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75-277。 
70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80。 
71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92-293。 
72 梁湘潤、黃宏介，《台灣佛教史・初稿》，頁 75-76。 
73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84。事實上，海會寺也被稱為榴環寺或榴禪寺。盧嘉

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87。 
74 闞正宗，〈清代治臺初期的佛教──以《蓉洲詩文稿選輯•東寧政事集》為中心〉，頁

274。 
75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86。 
76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頁 288。 
77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90-291。 
78 釋慧嚴，〈台灣佛教史前期〉，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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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道光年間，自幼出家，經詣福州鼓山受戒，後到少林寺接受禪學與武技，所

以精通拳法，申通禪理，尤能書而能畫。到光緒八年冬臨別之日招集信眾，設

素宴會別，然後安詳示寂，經徒眾營塔，這塔尚存在台南天仁兒童樂園南邊臨

開元公路之旁。79 玄精上人（1875-1921），嘉義縣布袋鎮布袋人，於光緒元年

（1875）出生，原屬道家，後為大悲菩薩所顯應幫助，終被降服。二十一歲光

緒二十一年（1895）時，有感台灣淪日，引證投開元寺圓頂，後度福州鼓山，

拜湧泉寺傳芳和尚為師，受具足戒後，衣缽萍浮，遊戲人間，逞惡勸善，以術

活人無數。後來看開元寺荒廢不堪，發心願重修，時顯神通，獲得社會人士的

信心，發願投獻淨財休憩殿宇。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任開元寺住持，再振

宗風。傳芳和尚（1855-1918），為玄精上人的受業師，於咸豐五年（1855）誕

生，於光緒七年（1881）二十七歲時，獲榮芳禪師的介紹投福州鼓山湧泉寺，

拜維修上人出家，得戒於怡山復翁老和尚，歷住泉州崇福、承天二寺，後復往

湧泉寺。民國二年（1913）應開元寺成圓監院之聘返台，來寺主持，因德高望

重，徒眾繁興。民國六年遊日本，請黃檗版大藏經，回台盡瘁教化，開壇傳戒

廣度四眾。開元寺經歷代高僧住持，成為台灣四大法系之一，為台南開元寺臨

濟宗傳芳師系，居於台灣佛教的領導地位。 

 彌陀寺是明鄭時代三剎之一，原為彌陀室，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寺院，由洪

元弼創建於明鄭時代，應創建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前，但晚於竹溪寺與

龍湖巖。80 後由台灣第一任知府蔣毓英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重建，並聘請

臨濟正宗第三十八代戒然為開山第一代住持。之後康熙三十一年（1692），第

三任台灣縣知縣王兆陞附建彌陀室書院，康熙五十七年（1718），監生董大彩

重建中殿一座，康熙五十八年（1719），一峰募建閻君殿於西邊暨僧房六間，

監生陳仕俊建三宮殿於東邊，如此彌陀室改名為彌陀寺。乾隆三年（1783），

漢巡台御史單德謨捐修。嘉慶四年（1799），董事黃鍾岳、林道生等人重修，

於嘉慶十年（1805）竣工，並立〈重建彌陀寺碑記〉。自嘉慶至同治年間，該

寺雖名為寺，但其信眾的信仰應是融合地方的民俗信仰，如保生大帝、關公，

很可能其信眾中福建泉州人居多，又從事買賣生意的人也不少。可能香火感應

很旺盛，特別是瘟疫流行時，有助於當地人療治病情，才有供奉痘瘡神像之

舉。81 

 龍湖巖位於諸羅縣開化里（今台南市六甲區），由陳永華建造，附近都是

山，前面有潭名龍潭，環境相當優美。82 《臺灣府志》記載：「龍湖巖，在諸

羅縣開化里，陳永華建。環巖，皆山也；前有潭，名龍潭。潭之左右，列植楊

柳、桃花。亭內碧蓮浮水，又有蒼檜摩空。又有青梅數株，眾木茂榮，晚山入

 
79 盧嘉興，〈北園別館與開元寺〉，頁 297-298。 
80 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21。 
81 釋慧嚴，〈台南市古剎彌陀寺四百年的滄桑史〉，頁 5-9。 
82 劉枝萬，〈清代臺灣之佛教寺廟〉，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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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與巖居之勝境，幽僻之上方也。」83 《諸羅縣志》則記載：「觀音宮，在

開化里赤山堡，即龍湖巖也。偽官陳永華建，年久傾壞。康熙四十四，邑生洪

朝樑重建。」84 稱其為觀音宮，是因主祀聖像為觀音菩薩的緣故。85 陳永華建

立龍湖巖，在康熙四年（1665），記載於日治時代的《寺廟臺帳》。86 龍湖巖

在陳永華來到赤山堡以前，可能是一座僧侶搭建的小廟「岩山廟」，陳永華曾

大力贊助修建此廟。87 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享有科舉功名的諸羅縣邑生

洪朝樑重建。88 乾隆元年（1736）由當地人重建，並祀延平郡王。89 乾隆六年

（1741）赤山巖董事從赤山居民中募集一萬八千元的捐款，費時二年改築規模

壯闊的佛寺，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再從信徒中募集一萬五千元，增築左右

廂房以及左方「五文昌祠」。90 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又帶動沿山丘陵大仙巖、

碧雲寺、半天巖、湖山巖等今日嘉義縣、雲林縣觀音信仰佛寺的發展。促使觀

音信仰成為嘉義地區社會體系的重要要素，有其重大的社會、政治、經濟作

用，而且更加陶鑄地域社會人民大眾信仰，建構嘉義地區更深層的佛教文化類

型。91 龍湖巖的住持是參徹（生卒年不詳），由陳永華邀請來台，他於康熙十

四年（1675）抵台，成為台灣第一個受三壇大戒的僧人。參徹後來搬到火山並

創建了碧雲寺，而他的虔誠與修持贏得當地人的信任，在明鄭時期他和其徒弟

是唯一受戒的僧眾。雖然台灣仍有在收出家人為弟子、剃度與取法號，但是要

受三壇大戒的話，就必須到中國一趟，也由於旅費昂貴，使得極少數人受完整

的戒律。92 

 黃檗山法脈在清代開始深具影響力，而黃檗山臨濟法脈，不僅影響日本，

也傳入台灣。《臺灣通史》云：「佛教之來，已數百年，其宗派多傳自福建， 

黃檗之徒，實授衣缽。」93 在這所說的黃檗，應是指黃檗希運之徒，因為創建

臨濟宗的臨濟義玄是出自黃檗希運的緣故，再由出自臨濟宗的西禪長慶寺及黃

檗山萬福寺，與台灣的關係就可知道。94 根據《台灣縣志》載：「黃檗寺，康

熙二十七年，左營守備孟大志建。三十一年火。三十二年，僧募眾重建。前祀

 
83 高拱乾，《臺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頁 221。 
84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頁 351。 
85 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寶地區的發展（1661-1895）〉，頁 102。 
86 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寶地區的發展（1661-1895）〉，頁 102-103。

然根據盧嘉興，〈台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頁 237-238，陳永華建龍湖巖，可能在康

熙二十八年（1674）以後，留守台灣的期間。 
87 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寶地區的發展（1661-1895）〉，頁 106。 
88 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寶地區的發展（1661-1895）〉，頁 108。 
89 劉枝萬，〈清代臺灣之佛教寺廟〉，頁 208。 
90 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寶地區的發展（1661-1895）〉，頁 110。增建

「五文昌祠」代表同治年間赤山寶地區已步入科舉仕紳社會，人們需要在觀音佛祖的護佑下，

再請主管科舉功名的「五文昌帝君」特別照顧科舉考生。觀音信仰四佛寺再衍生出主管科舉功

名的「五文昌祠」，可是為觀音信仰內涵再擴充至科舉功名文教等方面。 
91 顏尚文，〈赤山龍湖巖觀音信仰與嘉義縣赤山寶地區的發展（1661-1895）〉，頁 121。 
92 Charles B. Jones, Buddhism in Taiwan: Religion and the State, 1660-1990, pp. 9-11. 
93 連雅堂，《臺灣通史》第二十二卷宗教志，頁 653。 
94 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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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後祀觀音三世尊佛，僧房齋舍畢備。周圍植竹，花木果子甚多。」95 又

根據《臺灣府志》記載：「（黃檗寺）在海會寺南數里。壬申年，災於火；歲

癸酉，僧繼承募緣重建。」96 黃檗寺的規模不小，擁有完整的僧房齋舍及廣大

的庭院、果園，供奉的主尊是觀世音菩薩。97 黃檗寺是明鄭諮議參軍陳永華的

故居98 ，康熙二十七年（1688），府城左營守備孟大志（生卒年不詳）改建為

黃檗寺，康熙三十一年（1692）毀於祝融，翌年由僧人繼成募緣重建。康熙六

十年（1721）四月，朱一貴（1690-1722）事件爆發，府城的黃檗寺成為官方重

要抗民變基地。黃檗寺作為清代重要官寺之一，在朱一貴事件中，成為拜台官

兵藏匿或密謀之地，並立下後來平定朱一貴有功之要寺。史料證實有清軍的將

領周應遂、何太武等為求脫身而潛入寺院為僧侶，其中尤以入黃檗寺者居多

數，顯然黃檗寺較其他寺院來說，更具有政治的色彩。99 然而不過十數年，在

乾隆初年，黃檗寺已經衰頹。原本是官寺黃檗寺，在經歷朱一貴事件後的二十

年間，官方似乎已置之不理，任其荒廢，但是乾隆末年，黃檗寺仍然屹立。乾

隆五十六年（1791）重修黃檗寺的里人，官方並未加以介紹，此時距離康熙三

十二年（1693）僧繼成募建重修已逾百年。乾隆末年黃檗寺重建以後，台灣方

志再無黃檗寺相關資料，黃檗寺的拆除是在日本殖民前期之作。100 黃檗寺於光

緒二十年（1894）前後已殘破不堪，日本人據台後就將它拆除，並先後改為育

苗試驗園與鐵路局的職員宿舍。101 

 

四、清朝時的佛教活動 

台灣由於孤懸海外，先民皆渡海而來，故普遍崇拜具有「海神性格」的觀

音與媽祖等寺廟。原本屬佛教神祇的觀音菩薩，不僅民間化，被稱為「觀音

媽」、「觀音佛祖」、「觀音大士」、「白衣大士」等，甚至將觀音直接稱為

「佛祖」，有與「媽祖」相對之意。觀音信仰傳入中國後，逐漸本土化與俗

化，由於觀音的民俗化，故觀音的稱呼在台灣於清代道教或民間信仰的宮廟，

稱「觀音大士」、「大士」或佛祖者，甚至以「大士」、「佛祖」為寺廟名，

而這習慣也延續至今。清代所見的「純佛教」寺廟約 102座，其中以「觀音」

為寺名的宮、亭、廟約佔 55座，足見觀音信仰之盛。即使在明鄭時代，在今大

台南地區至少有三座觀音道場創建，分別為觀音宮、觀音堂和觀音宮（龍湖

巖）。除了以「觀音」為寺額，上有其他供奉觀音的道場，如龍山寺，或與觀

音形象有關的寺名，如慈雲、竹林等不一而足。102 

 
95 王禮主修，《臺灣縣志》，頁 270。 
96 高拱乾，《臺灣府志》台灣文獻叢刊第六五種，頁 220。 
97 釋慧嚴，〈明末清初閩台佛教的互動〉，頁 212-213。 
98 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29。 
99 釋慧嚴，〈明末清初閩台佛教的互動〉，頁 215。 
100 闞正宗，〈台灣佛教新史之八――清代來自黃檗山僧侶〉，頁 138-142。 
101 釋慧嚴，〈明末清初閩台佛教的互動〉，頁 213。 
102 闞正中編篡，《台灣佛教通史第一卷：明清時代漢傳佛教的移入》，頁 19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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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觀音信仰以外，台灣佛教也流行阿彌陀與地藏信仰。台灣阿彌陀佛信

仰始於明鄭時代，關於清代台灣阿彌陀佛信仰，主供阿彌陀佛或直稱彌陀寺的

道場不多，但不意味阿彌陀信仰在少數。比較有名的西方淨土道場為府城彌陀

寺與小西天寺、雲林彌陀寺和諸羅彌陀寺。與阿彌陀信仰相關的經典為「淨土

三經」，其中《阿彌陀經》與《金剛經》、《梁皇寶懺》、《血盆》等經，被

用於超渡亡者。地藏信仰一般與幽冥地獄相連，有官方倡建，也有民間發起，

清代台灣由於瘴癘、分類械鬥等天災人禍，故產生許多無名屍骨，官方或有心

人士將這些遺骨集合祭祀，稱為地藏庵、大眾廟或厲壇、南壇、萬姓公廟、萬

善祠、千家祠等。厲壇一般為官設，民設者大都以大眾廟、萬姓公祠（廟）命

名，大都是作撫慰亡靈之用。由於官方祭祀厲壇三期中，農曆七月十五日為其

中之一，因此又結合佛道之盂蘭盆會及中元普渡，其熱鬧情況為台灣重要節慶

之一，至今未綴。103 

台灣在清朝初期，是一個被層層管制的新領地，沒有太大的宗教自主性，

不能繼續正常發展也是必然的結局。清朝的佛教在順治、康熙二代對漢僧稍有

禮遇，之後進入統治已趨於穩定的雍正、乾隆二代時，清帝便透過官方文獻讓

各方知道，清廷對蒙藏喇嘛禮遇有加，而對他們看不順眼的漢地禪僧則加以痛

斥。因此，清僧在台灣的社會地位，整體來說並不高。清代台灣佛教的社會弘

法功能，除祭祀性或儀式性的局部社會凝聚功能以外，可說極其微弱。就傳戒

道場而言，福建鼓山湧泉寺和江蘇寶華山隆昌寺逐漸成為華南和大江南北著名

的私辦傳戒道場，而二者的規費與傳戒期也各有不同。所以，清代的台灣佛教

並非一開始就直接受鼓山湧泉寺的影響，而是先受「五台—普陀」的華嚴禪佛

教模式的影響，在宗教形態上的移植尤其如此。104 台灣僧侶在傳戒、習法、讚

誦上，大抵依據福建鼓山湧泉寺與福州怡山長慶寺。105 清代台僧受戒，主要是

到閩北的福州鼓山湧泉寺，除接受其傳戒儀軌、戒牒外，也往往駐寺學習各種

叢林規矩和早晚課誦等音聲佛事。又因鼓山湧泉寺為兼領臨濟與曹洞二派的著

名禪宗叢林，台僧受其影響，故絕大多數為禪徒出身。106 在數量上，根據神原

貞祥在其報導中〈台湾人の特質及び将来の布教策〉所敘述，台灣的僧侶僅有

二、三位，其中有因為改朝換代而回中國大陸。在台灣者以無學無識者為多，

即使有僧侶，也是少數，如接雲寺的林善明、西雲巖的除心正、開化寺的心

願、開元寺的寶山常青、法華寺的隨緣、大崗山超峰寺的淨心、白蓮寺的敬

禮、赤山巖廟的寶慧，等算起來總計只有八位。此時台灣佛教的僧侶，其教育

水準不高，僧侶不識字的人佔 70%。107 在僧侶素質普遍不高的情況下，加上初

開發的台灣移民人口都集中以農、漁民為首的中下階層民眾，也沒有傳播高深

 
103 闞正中編篡，《台灣佛教通史第一卷：明清時代漢傳佛教的移入》，頁 229-240。 
104 江燦騰，《臺灣佛教史》，頁 25-27。 
105 梁湘潤、黃宏介，《台灣佛教史・初稿》，頁 60。 
106 江燦騰，《臺灣近代佛教的變革與反思――去殖民化與臺灣佛教主體性確立的新探索》，頁

3-4。 
107 釋慧嚴，〈一八九五年前台灣佛教的信仰型態〉，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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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的條件。人們對佛教的要求，其實和對一般民間宗教信仰並無差別，普遍

祈求靈驗、平安、賜福。僧侶為了滿足普羅大眾的期待，也只能隨順配合。108 

清治時期的台灣佛教界，除齋堂之外的佛寺，有寺無僧可能是普遍情況。

台灣佛教在清朝時期，隨著移民的血緣關係，與鼓山湧泉寺、怡山長慶寺、黃

檗山萬福寺有密切關係，但鼓山比後二山更密切。福建福清黃檗山萬福寺與福

州鼓山湧泉寺、怡山西禪寺三者有密切的關係，而這三座叢林也是清代台灣僧

侶的祖庭，只是黃檗山臨濟僧人在台活動較少被提及。109 明代嘉靖二十一年

（1542），鼓山已成為廢寺，一直到天啓七年（1627）無異元來（1575-1630）

受該寺僧眾及鄉紳之請，前來駐錫，才重立職事，創繩規，開堂說法。之後，

在經歷覺浪道盛（1592-1659）、永覺元賢（1578-1657）、為霖道霈（1615-

1702）等人的努力，才使鼓山再度成為福建第一的叢林，而這或許是日後台灣

僧侶赴鼓山受戒的最大誘因。110 常磐大定將當時鼓山湧泉寺定譽為支那第一

寺，而在 1627年無異原來駐錫後，鼓山的宗派屬向就是曹洞宗。從第三十世以

來，是承少林寺壽昌之後。直到為霖道霈為止，鼓山的方丈法統確是屬於曹洞

宗。111 鼓山的臨濟、曹洞並傳，應是從達本悟源（在職 1924-1929）的時代開

始。112 鼓山僧侶受現代佛學教育的機會應該不大，而鼓山的經懺風氣很盛，所

以台灣人中有財力，又是信佛的人，家裡有需要，要做規模大一點的佛事如

《梁皇寶懺》，可能就會邀請鼓山的僧侶來主懺。《梁皇寶懺》的唱頌與儀

軌，不識字或是嗓喉不好的人，是無法勝任的，當時佛教界僧侶的素質不高，

所以應會商請對岸叢林的僧侶來幫忙。113 

台灣府、縣歲時風俗也可見一些宗教行事，如元宵放燈，「庵、祠、廟、

院及所居門首，各懸繩索竹竿，掛紅紙燈籠一盞。更有裝束道、巫、仙、佛及

昭君、龍馬之屬，向人家歌舞作慶，謂之「鬧元宵」。」114 特屬佛教的四月初

八佛誕日則「各院僧於閱月前，沿門索施，作龍華會，俗謂之「洗佛」。」115 

與道教、民間信仰重疊的七月十五日中元，「人家各祀所出，以楮作錢銀、綺

錦焚之，又為畫衣裳雜服，上書菩薩經文，名為經衣，延僧登壇說法，撒物食

羹飯，俗謂「普施盂蘭盆會」。」116 根據《安平縣雜記》記述：「七月盂蘭

 
108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47。 
109 闞正宗，〈台灣佛教新史之八――清代來自黃檗山僧侶〉，頁 135。 
110 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37-38。 
111 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39-40。 
112 釋慧嚴，《台灣與閩日佛教交流史》，頁 44。 
113 釋慧嚴，〈一八九五年前台灣佛教的信仰型態〉，頁 10-17。 
114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63。 
115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64。 
116 蔣毓英，《臺灣府志》，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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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里廟亦有請僧侶建醮、演放瑜伽焰口，以拯幽魂。此臺之俗例也。法器

有錫杖、盂鉢、鈴磬、木魚、手爐之類。」117 盂蘭盆法會的情況是： 

 

各寺廟將作普度，寺僧及首事者數日前先向境內鳩金，沿街或三、五十

家為一局，張燈結綵，延僧侶誦經一天。亦有誦經三天者。陳設牲牢、

葷素食品、粿粽、糕餅、蕉蔗、鳳梨、龍眼、楊陶等物，至少亦數十

盒，盤插少紙旂及小旛幢於其上，書「普度值福」等字。燈牌額曰「慶

讚中元」，並陳列花粉、生厚煙絲各樣物件，演唱大小各戲，鑼皷喧

闐。亦有陳設七巧棹及花瓶玩器，供遊人賞玩者。境眾備菜飯、兩壼米

膏、麵線、粿粽等小鉆，陳列廟前，俟夜分僧侶登壇演放燄口施拯幽魂

後收回。普度之明日，雇優人演戲一檯以謝醮。名曰「壓醮尾」。作普

度前夕，必先豎燈篙，放水燈，請大士(大士俗傳觀音菩薩化身)，各舖

戶皆出明燈一對。董事乘轎，皷吹前導，僧俗隨後，到各處請水陸幽魂

到廟受享。境眾有趁是夕在家中張燈結綵、陳設牲醴粿品、自已作普度

者，有另擇一日或演戲或不演戲者，各隨其便。就城內而論，自七月初

一起，至三十日止，普度者相續不絕。舉燒紙一款言之，所燒之紙，有

值十金、八金者；至貧之家所燒紙幣，亦值金數角。相習成風，毫無吝

惜。118 

 

 直到今日，民間的中元普渡基本上與上述沒有太大差異，但是僧侶幾乎不

會出現在民間普渡的場合。119 高拱乾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寫的《臺灣府

志》記載台灣人民的風俗為「信鬼神，惑浮屠」，元宵時「神祠，俱延僧道設

醮祈安」，四月八日「僧童舁佛作歌，沿門索施；俗謂之洗佛」，農曆七月十

五日「盂蘭盆會，每會一老僧主之；黃昏後登壇說法，撒物食羹飯，謂之普

施」。高拱乾與蔣毓英所記佛教記事大同小異。從高氏與蔣氏的《臺灣府志》

可見，佛教普遍受到百姓的歡迎，而佛誕節與盂蘭盆節尤其受到重視。120 

 陳文達在《台灣縣志》有關《風俗》方面記載：「（台民）俗多信佛，延

僧道，設齋供，誦經數日，弄鐃破地獄，云為死者作福。」121 台灣府、縣僧侶

常為喪家做佛事超薦。僧侶一方面為民家超薦拔度外，另一方面也受官方委託

執行法務，但僅限「官寺」寺僧。佛寺僧人被視為超薦的當然身份，而且顧僧

守之，並給僧人齋奠之費。台地僧人在清代以薦亡、祈福等佛事為主，海會寺

僧澄聲還兼祈雨。122 

 
117 《安平縣雜記》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二種，頁 21。 
118 《安平縣雜記》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二種，頁 6。 
119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55-56。 
120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57。 
121 陳文達，《台灣縣志》（第一冊）台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三種，頁 55。 
122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57、59、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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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初年衣缽傳到海會寺第四代住持澄聲禪師時，他是以藝僧的身份出

現，禪詩話，所以官員都喜歡和他親近。123 據史料記載：「釋澄聲，號石峰，

海會寺住持也。戒行素著，擅書畫，好吟詠尤擅手談。有司聞其名，多就訪

之。時或苦旱，延以祈雨，屢驗」。124 澄聲除了擅詩話外，還有一個專長就是

祈雨。官寺僧道祈雨有固定的方式與場所。根據《安平縣雜記》載： 

 

凡僧道社自官府者，分僧鋼司、僧會司、道紀司、道錄司各名目，均有

品級。祈雨、祈晴，日月食，傳之官衙寺廟念經誦咒，作禳解諸法。此

台灣之僧道行為也。125 

 

 祈雨的工作是官府的工作之一。台灣府、縣的祈雨曾在二處：一是永康里

社稷壇之右的「風雲雷雨扇窗城隍同壇」，為康熙五十年（1711）巡道陳璸所

建；另一在南寧坊的龍神廟，為康熙五十五年（1716）巡道梁文科所建，乾隆

四年（1739）知府劉良壁重修。因此，澄聲禪師除了住持海會寺外，雍乾年間

若遇乾旱，則會被延請祈雨。乾隆三年（1738）秋，台灣正面臨大旱災，田園

無收者達七千六百餘甲，這一年澄聲禪師仍在海會寺住持任內，而他應也參與

了祈雨的活動。126 

  

五、結論 

 台灣大量出現漢人是在明鄭時期隨著鄭成功而來台灣，而佛教也隨這批移

民而來台。其中，佛教的類型可分為庶民佛教、名士佛教和僧侶佛教。清朝的

台灣佛教，出家眾大部分源自於閩粵二省，並常和一般的民俗信仰混合，且寺

廟的界線也不明顯。僧侶長期任職於一般民俗信仰的廟宮之內，而佛教信仰型

態也是神佛不分的佛教信仰。雖然清代的佛寺逐漸變多，但它們很難稱為「正

統」，而是逐漸民間佛教化的多神崇拜、雜神信仰，即便是鼓山湧泉寺與怡山

長慶寺也以能夠讀誦經典為滿足。台灣的僧人主要分為「禪和子」和「香花

僧」，其中「禪和子」注重禪修，而「香花僧」則與道士所做的工作沒有差

別。 

 台灣清朝時的寺院主要以台南為中心而逐漸擴散至全島。當時人們並非為

了佛教而建寺，而是為了祈福、宗族團聚、商會及社區聯誼而建寺，而佛教是

以禪淨雙修為主要傳播方式。許多寺廟在明鄭時期便已建造，如竹溪寺、法華

寺與龍湖巖等。清代早期有名的寺廟街與明鄭有淵源，清廷為消彌台灣人懷念

前朝的治理，將這些宅邸改為道場。台灣僧侶的法統幾乎還全是以鼓山湧泉寺

為主。台灣僧人是以禪淨雙修為主，僧侶在坐禪時，也常口唱唸佛號，與人相

 
123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62。 
124 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下，頁 364-365。 
125 《安平縣雜記》台灣文獻叢刊第五二種，頁 22。 
126 闞正宗，《台灣佛教史論》，頁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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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時則以拱手互道阿彌陀佛。根據《臺灣通史》的記載，根據僧道度牒的稅

收，僧侶應不超過五十名。根據清朝的史料記載，台灣早期的僧侶，持齋守戒

律者甚少，整體素質不高。 

 台灣在清朝時的佛教活動主要是以觀音、彌陀與地藏信仰為主，再結合當

地民俗信仰，如盂蘭盆法會等。觀音由於與媽祖類似，皆屬於「海神性格」，

因此在台灣相當受歡迎。阿彌陀佛則以《阿彌陀經》為主要經典，而地藏信仰

則有撫慰亡靈的作用。清朝僧侶素質不高，識字率不超過三成，普遍為農漁民

等中低民眾服務，並沒有傳播高深的義理。在民間風俗，也在元宵節放燈，並

在盂蘭盆時放瑜伽焰口法會。遇到乾旱時，也會辦祈雨的法會，其中澄聲禪師

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清朝時佛教在台灣的地位雖然不高，但是在當時仍扮演安

定人心與祈福祐民的工作，為離鄉背井打拼的漢族帶來希望與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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